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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斯特小流域土地利用转型对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 

胡先培 吴帮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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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民族大学 人文科技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摘 要】：揭示多因素驱动下喀斯特小流域典型地貌区在土地利用转型中其生态服务价值变化规律。基于印江

流域 1995 年、2000 年、2010 年、2017 年 4期遥感影像，借助 GIS 和 RS 技术解译数据，通过对流域实地调研对数

据进行验证并修正;结合流域的实际生产情况对生态服务价值系数进行修正，通过对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动态度、

生态服务价值指标的计算。结果表明:1)旱地呈现逐年减少趋势，建设用地占流域面积虽小，但呈现逐年递增趋势，

林地在该流域属面积优势地类且逐年递增。2)全区中低覆盖草地、高覆盖草地、灌草地、建设用地在研究期间变化

最为激烈，流域的土地利用方式受河流和地形地貌影响较大。3)流域内总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SV)从不同时期来看，

1995 年 ESV 最高，2000 年 ESV 最低，2010—2017 年间变化最快，生态服务价值总量总体趋势呈现出 U 形状，先减

少再增加，生态系统环境由差向好的势头不断转变。4)单项生态服务价值除废物处理功能增长以外，其他生态服务

都呈现下降趋势，这也说明在流域内的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及土地利用转型在短期对生态环境改善见效慢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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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土地作为人类必不可缺的资源，其利用变化对土地覆被和陆地生态系统的影响远大于其他自然要素[1];人类根据社会经济发

展需求对土地利用类型做出改变，形成了土地利用变化
[2]
。土地利用变化会直接影响生态系统过程，从而使得区域内的生态系统

服务价值发生改变，影响生态系统的服务能力[3];而生态服务价值是指人类直接或间接从生态系统中获得利益，主要包括向经济

社会系统输入有用物质和能量，接受和转化来自经济社会系统的废弃物，以及直接向人类社会成员提供服务[4]。Costanza[5]最先

对全球生物圈生态服务价值进行了估算，为生态服务价值研究奠定了基础。傅伯杰等[6]较为详细地论述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概

念;谢高地等[7-9]在 Costanza 等的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进行多次改进，最终得出适合我国国情的 ESV 当量系数。随着生态系统服务

价值重要意义日益凸显，许多学者在土地利用转型生态系统服务的产生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10-13];这些研究均表明以土

地利用结构为指标来对 ESV 进行评估是可行的，但目前在自然承载力差、人地矛盾突出的喀斯特小流域研究不足。而这方面的

研究对揭示喀斯特小流域地区的土地利用转型及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时空分布特征和变化规律具有重要意义。 

贵州喀斯特地区是生态环境较敏感地区[14]，社会经济条件相对较差，人地矛盾尖锐，一些不合理的土地利用导致石漠化严

重，导致越恳越贫的死循环局面[15-16];喀斯特小流域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地形崎岖、山高谷深，土地利用空间布局差异显著，

人口随着流域分布且相对集中。在近几年贵州经济快速发展和土地利用排放转型的大背景下，探寻其土地利用转型的规律及其

                                                        
1作者简介：胡先培(1993-)，男，贵州盘州市人，硕士，贵州民族大学人文科技学院教师。 

基金项目：贵州民族大学人文科技学院科研基金项目(编号:19rwjs012) 



 

 2 

生态环境效应。基于此，选取 1995 年、2000 年、2010 年、2017 年四个时期印江流域土地利用遥感监测数据，运用土地利用转

移模型、土地利用变化动态度模型和生态服务价值测算模型;分析在快速城镇化下印江流域 20 年来土地利用转型的变化规律及

其对生态服务价值的影响，以期为喀斯特小流域地区的土地可持续利用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参考。 

1 研究区概况 

印江流域属贵州省铜仁地区，发源于梵净山，属于长江水系乌江流域，东西流向，印江流经并穿过印江县城，是乌江的主

要支流。流经松桃苗族自治县、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思南县、德江县，全长 96km，经德江县潮砥镇汇

入乌江干流，流域面积为 1251.6km2;全区属亚热带季风气候，雨热同期，夏季降雨充沛。全流域平均气温在 16℃，平均降雨量

为 1100mm左右，常年降雨在880～1400mm 之间，汛期在 4—10月份，多年平均流量为 24m
3
/s。流域地势东高西低，最高为东部

梵净山，最低点为西部德江县潮砥镇处。地貌类型以溶蚀、侵蚀和河谷冲刷堆积等地貌为主。东部梵净山地区，平均海拔在 1600m，

地形复杂且坡度较陡，以侵蚀地貌为主要类型;中东部梵净山前缘地带海拔平均在 1000～1600m，坡度陡缓不均，以河流冲刷堆

积地貌、侵蚀地貌为主;西部、西北部海拔均为 800～1000m，为中低山地形;以侵蚀地貌、岩溶地貌和河流冲击河谷这三种地貌

为主。流域内总人口约 20.18 万人，以河水作为饮用水源的有6.32 万人。 

 

图 1印江流域区域位置 

2 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 

地理空间数据云提供 1995 年、2000 年、2010 年和 2017 年的 landsat 卫星 TM/OLI 遥感影像。利用 ENVI5.1 软件对所获取

得遥感影像进行辐射校正、几何校正、辐射增强、影像拼接及裁剪前期预处理。在影像解译时，波段采用 742 波段组合;采用监

督分类对研究区的遥感影像进行解译分类。基于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颁布的《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010—2007)，结合

印江流域的实际土地利用基本情况，构建适用于该流域的土地利用分类系统，分为低覆盖草地、中覆盖草地、高覆盖草地、灌

草地、林地、水田、水体、耕地、建设用地、难利用地 10 种土地利用类型。在分完类以后，利用 ArcGIS 软件的 fishnet 模块

对印江流域规则取点。应用 GoogleEarth高分辨率的历史影像及结合以往实地调查的经验对地物进行判断，在出入较大的地方，

通过 ArcGIS 中将整个图层矢量化后，对误判的斑块进行修正。为验证室内判读的可行性，通过随机选点实地考察，以历史时期

的土地利用图来验证此方法的科学性。最终得出印江流域1995年、2000 年、2010 年、2017年土地利用分类结果。利用GoogleEarth

对分类结果进行精度验证，由于历史影像分辨率较低，对人为判读存在一定误差，对最终精度验证造成影响，总体精度控制在

80%以上，可做进一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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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印江流域土地利用分类验证样点分布图 

2.2 土地利用转移矩阵 

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反映了某区域在研究时段内初期和末期各土地利用类型面积之间相互转化的动态过程，其不仅包括研究

区某时间点上的各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数据，还能更加直观的体现出各土地类型在研究时期内初期的转出面积和末期转出的面

积信息，而土地利用转移矩阵的通用形式为以下矩阵[17]。 

 

式中:S 为土地利用面积;n 代表转移前后的土地利用类型数;i,j(i,j=1,2,3…，n)分别代表转移前后各土地利用类型，Sij

表示在转移前第 i 类型转换成转移后的第 j 地类的面积。公式中每一行元素代表转移前的各土地类型的转移信息，矩阵中的每

一列元素代表转移后的 j 地类面积从转化前的各地类的来源。转移前后土地利用类型存在不同，这里的 Sij的行数和列数不同，

这里它为一般的矩阵。为了计算方便，在转移前后通常采用一致的分类体系、精度，从而使得 Sij的行和列数相同，为一个标准

的 n阶矩阵。 

2.3 土地利用动态度 

土地利用动态度反映研究区土地利用在一定时期内的变化状况[18-19]。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用于分析区域整体的土地利用变化

速度，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用于计算该地区某单一类型土地类型变化的速度。其值越大，代表土地利用变化剧烈，其值越低，

代表土地利用变化缓慢。 

 

式中，Ki 为研究时期内某类型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度;Sa,Sb 分别为初期和末期某类型土地利用类型的数量状况;t2-t1 为研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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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当其以年为单位，K值就是该研究区某一类型土地利用类型年变化率。 

 

式中:K 为 t 时段内研究区的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ΔSi-j为研究期初到期末第 i 类土地转换为其他类型土地的面积总和，Si

为研究期初第 i类土地总面积，t为研究时段长度，当 t为年时，K值为该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率。 

2.4 生态服务价值的计算 

谢高地在 Costanza的研究模型基础上，得出“中国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因子表”，并得出 1个生态服务价值当量因子的

经济价值量等于当年全国平均粮食单产市场价值的 1/7[8-9]。再根据 2000—2017 年印江流域平均粮食单产 3913.40kg/hm2与 2017

年粮食平均单价 3.85 元/kg，结合修正系数，计算得出流域内1个生态服务价值当量因子的经济价值为 2152.37 元/hm2，再根据

印江流域的实地用地情况，可确定流域内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单位面积的生态服务价值，而对建设用地的生态服务价值不进行计

算[20]，其生态服务价值 ESV核算公式为: 

 

式中:ESV 为流域内生态系统服务价值，i为土地利用类型，j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类型，Ai为第 i种土地利用类型面积，

VCij为第 i种土地利用类型的第 j种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系数。 

3 结果分析 

3.1 土地利用时空变化 

通过对土地分类进行数据统计，在 1995—2017年间低覆盖草地总体呈波动变化，2000年的低覆盖草地是 4个时期内最大。

中覆盖草地在 4个时期内，占所有土地类型面积较小，且面积呈缓慢增长趋势。高覆盖草地在 1995 年较少，而后持续上升，在

2010 年增长到最大值，而在2017 年呈下降趋势。旱地在所有土地类型中来看，占地面积大，尤其在 1995 年;而后又逐年下降。

建设用地占全流域中所有土地类型来看，占地面积较小;而在 1995—2017 年间建设用地呈逐年递增趋势。 

难利用地虽然占全区面积不大，但面积变化趋势不明显，一直处于稳定状态。水域占全区面积最小，在 4 个时期内的变化

情况也处于稳定趋势。水田在这 4 个时期内变化情况不明显。有林地自全区所有土地类型里占地面积最大，且呈现逐年增长趋

势，在 2017 年面积最大。灌草地在 4 个时期内，先从 1995 年下降，而后一直呈上升趋势。总体来说，有林地在全区一直处于

优势地类。 

低覆盖草地、中覆盖草地、高覆盖全区都有分布，以水田、旱地周围分布为主;旱地沿着河谷地区两侧均有分布，其中下游

地区冷水河谷和六井溪河谷两侧的旱地分布最广;建设用地均分布在河谷地势低平区域，沿着河谷走势分布，中游地区建设用地

分布最广，也是印江县城的主城区区域;难利用地在流域中随着河流走向分布，实地调查中发现均分布在河谷两侧坡度较陡区域，

以极少植被覆盖和裸露岩石为主;水域全系支流均分布，但受到季节性降雨影响较大;水田在流域内均有分布，一般在建设用地

周边分布;有林地全区均分布，占流域面积最大，其中流域的东南区域分布最广，也是梵净山景区的西侧;灌草地在全区均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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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呈零星分布状态。 

3.2 土地利用类型转移 

分别对 4 个时期内不同土地利用数据分别进行统计，制成土地利用变化转移矩阵。1995—2000 年研究区各土地利用类型转

移稳定率为:低覆盖草地 62%、高覆盖草地 4%、灌草地 1%、旱地 54%、建设用地32%、难利用地 42%、水域 55%、水田 74%、有林

地 73%、中覆盖草地 23%。 

这个时期稳定率由大到小:水田>有林地>低覆盖草地>水域>旱地>难利用地>建设用地>中覆盖草地>高覆盖草地>灌草地。其

中水田少部分转入到低覆盖草地和旱地中，有林地有少部分转入到旱地和地覆盖草地中。灌草地则有大部分转入到高覆盖草地、

低覆盖草地和林地;高覆盖草地也有大部分转入灌草地和旱地中。而其他地类也向其他相邻地类不同程度的转出。 

2000—2010 年研究区各土地利用类型转移稳定率为:低覆盖草地 19%、高覆盖草地 53%、灌草地 68%、旱地 39%、建设用地

45%、难利用地 76%、水域 57%、水田 31%、有林地 78%、中覆盖草地 51%。这个时期稳定率由大到小:有林地>难利用地>灌草地>

水域>高覆盖草地>中覆盖草地>建设用地>旱地>水田>低覆盖草地。其中有林地少部分转入到高覆盖草地中，难利用地有少部分

转入到高覆盖草地和林地中。低覆盖草地则有大部分转入到高覆盖草地、建设用地和旱地;水田也有大部分转入高覆盖和低覆盖

草地、建设用地中。而其他地类也向其他相邻地类不同程度的转出;相对于上个时期，整体的土地利用类型转出的稳定率有所提

升。 

2010—2017 年研究区各土地利用类型转移稳定率为:低覆盖草地 35%、高覆盖草地 13%、灌草地 42%、旱地 32%、建设用地

28%、难利用地 38%、水域 20%、水田 18%、有林地 82%、中覆盖草地 32%。这个时期稳定率由大到小:有林地>灌草地>难利用地>

低覆盖草地>中覆盖草地>旱地>建设用地>水域>水田>高覆盖草地。 

其中有林地少部分转入到高覆盖草地中，灌草地有较大部分转入到林地中，难利用地也有很大一部分转到林地。低覆盖草

地则有大部分转入到高覆盖草地、建设用地和旱地;而水田有大部分转入低覆盖草地和灌草地中，高覆盖草地有部分转入到林地

中。而其他地类也向其他相邻地类不同程度的转出;相对于上个时期，整体的土地利用类型转出的稳定率有所下降;但有林地的

稳定率较高，其他不同地类转入此地类较多。 

3.3 土地利用动态度变化 

从 1995—2000 年间来说，高覆盖草地、低覆盖草地、灌草地的动态度较大，分别为 62.21%、34.05%、16.98%;而水田、有

林地、地类动态度较小，分别为 0.31%、0.32%、0.87%。2000—2010 年间，建设用地、灌草地、中覆盖草地动态度较大，分别

为 13.44%、9.70%、6.52%，而有林地、水田、旱地动态度较小，分别为 0.76%、1.34%、4.1%。 

2010—2017 年间高覆盖草地、低覆盖草地、水田的动态度较大，分别为 13.91%、13.87%、10.56%;而难利用地、中覆盖草

地、有林地的动态度较小，分别为 0.13%、0.29%、3.60%。从各类土地利用分别来看，高覆盖草地、低覆盖草地、灌草地、建设

用地的动态度较高，而有林地、水域和难利用地的动态度较低。从综合动态度来说，1995—2000 年的动态度最高，后面的两个

阶段依次递减。说明在 1995—2000年间全区的土地利用变化剧烈程度较高，而后面 2000—2010年间及 2010—2017 年间土地利

用变化程度的剧烈程度有所减缓。 

3.4 印江流域生态服务价值时空变化分析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SV)是指人类从生态系统中获得的价值收益，系数和生态服务计算出该流域 1995—2017 年这 20年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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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服务价值及其变化和各单项生态服务价值。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生态服务价值量按大小排序为林地、草地、耕地、水域、裸地。

流域内总 ESV 从不同时期来看，1995 年的 ESV 为 52.64 亿元、2000 年为 42.58 亿元、2010 年为 45.72 亿元、2017 年为 49.68

亿元，其中 1995 年 ESV最高，2010—2017 年间变化最快，生态服务价值总量总体趋势呈现出 U形状，先减少再增加。 

1995—2000年间，该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SV)由 52.64 亿元下降到 42.58 亿元，在此阶段内有大量灌草地、高覆盖草地、

中覆盖草地转到其他地类，尤其是灌草地转入到低、中覆盖草地和旱地的面积最大，从而造成相应林地的 ESV 从 1995 年的 42

亿元下降到 2000 年的 25.14亿元，同时草地面积的增加使得其 ESV 也由 5.99 亿元增长到 11.93 亿元;而水田、水域转入其他地

类较少，其 ESV都变化不明显;旱地和难利用地都不同程度的转到其他地类，但其面积占总面积的比率低，因此其 ESV也变化不

明显。总的来看，总 ESV 的减少和林地 ESV 的减少有关，对于林地在转型来说，首先会大量的转为草地或林地，因此林地 ESV

变少时，草地和耕地的 ESV 呈增长趋势。在此时期内，当地自然经济生活较差，该流域多以耕作为生且以柴火、煤为主能源消

费结构;毁林开荒和上山砍柴因一定程度上造成灌草地和林地的减少，从而导致这一时期生态服务系统价值的下降。 

2000—2010年间，该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SV)由 42.58 亿元上升到 45.72 亿元，在此阶段内有大量低覆盖草地、水田、

旱地地转到其他地类，尤其是低覆盖草地转入到高覆盖草地，旱地转到灌草地和林地最多;而有林地和难利用地转入其他地类较

少。因此草地、耕地、类型的ESV 呈下降趋势，由2000 年的 11.93 亿元、5.26亿元分别下降到2010 年的 10.87 亿元和 3.47 亿

元。 

林地、裸地和水域的ESV 不同程度的增加。总的来看，总 ESV是呈现增长趋势，这和灌草地和林地增多有关系;在此期间内，

该流域实行“退耕还林”政策再加当地经济结构的变化，农民外出务工人员增多，使得大部分的耕地、水田迅速向草地、灌草

地、林地转型;从而使得该流域相对于 2000 年时期，生态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 

2010—2017年间，该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SV)由 45.72 亿元上升到 49.68 亿元，在此阶段内有大量高覆盖草地、水田转

到其他地类，尤其是高覆盖草地转入到林地最多;而有林地和灌草地转入其他地类较少。因此草地的 ESV 由 2010 年的 10.87 亿

元下降到 2017年的 8.28 亿元，而林地的 ESV 由 2010 年的 29.57 亿元上升到2017 年的 36.48 亿元。 

总的来看，总 ESV是呈现增长趋势，这也和灌草地和林地增多有关系;在此期间内，该流域持续实行的“退耕还林”政策，

和当地经济结构的变化，使得大部分的耕地、水田迅速向草地转型并持续向灌草地、林地转型;从而使得该流域相对于 2010 年

时期，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根据1995—2017年印江和流域单项生态服务价值及其变化可看出，在研究期间该流域单项服务价值总量及变化水平均不大。

在 1995—2017年期间，除废物处理的生态服务价值增加以外，食物生产、原材料生产、气体调节、气候调节、水文调节、保持

土壤、生物多样性、提供美学景观的生态服务功能都整体呈现为下降趋势;其中气体调节的生态服务功能变化量最大，减少了0.62

亿元。 

除此之外，原材料生产、气候调节、生物多样性、保持土壤的生态服务价值的变化量也比较大;而其中食物生产变化量最小，

减少了 0.08 亿元。在整个流域来看，单项生态服务价值功能以生物多样性和保持土壤为主，气体、气候调节和水文调节为辅，

然后依次为废物处理、原材料生产、提供美学景观和食物生产，这以林地、灌草地在全流域一直处于优势地类息息相关;另外从

整个时期来看，除废物处理呈现增长趋势外，其他生态服务功能都有所下降，这主要是流域内水域面积增长有关。 

4 讨论 

在遥感影像基础上进行土地类型解译时，需要结合印江流域实地的土地利用现状，同时需考虑影像的分辨率、云量、拍摄

日期等情况，再结合以往的判读经验;如果只单纯靠计算机的机械解译的话，会存在很大的误差。在经过分类体系的解译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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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结果的误差还将存在，因此需要人为最后的检验并更正图斑。在印江流域实地调研的过程中，发现以往在影像解译出来的

耕地;在实地调查中以大量修作耕地、撂荒草地、撂荒灌木地出现，这也导致了会将部分的旱地和水田划分在低覆盖草地和中覆

盖草地。根据耕地的利用变化分析，侧面的验证了在研究流域内草地、林地随着退耕还林还草，面积逐年增多的基本趋势。 

印江流域大部分区域因受槽谷地形和河流的影响，因此大量的建设用地和农田沿着河谷地带分布，这也是人类活动最为频

繁的区域。而旱耕地，则会距离居民地较远、有相对坡度较缓河谷两侧区域;而后随着撂荒地的增多，这部分区域会变成草地、

灌木及林地。在整个流域中，难利用地的面积变化不大，且衡定在一定区域;这主要是因为其坡度较陡，多以悬崖峭壁为主，不

利于生产生活实践。由于流域的东部属于梵净山地区，因此其东部区域植被覆盖度一直很高，且变化不大。从整个印江流域来

看，流域内的土地利用方式受地形地貌和河流的影响较大。 

贵州从 2003 年开始实施“退耕还林”政策，因此大量的坡耕地、梯田、水田等耕地类型在理论上应逐渐从耕地类型转型到

灌草地和林地。但实际工作中，该政策实施以后，由之前的耕地转为低覆盖草地、高覆盖草地、灌草地最终转为林地，其时期

较长，一般呈现 10 年以上，如果土地贫瘠、人工种植管理不当或其他原因等，则需要更长的时间;甚至一些耕地并没有向着以

上程序转型到最终的林地状态，而一直处于草地类型利用状态。 

在接下来的生产生活中，应需要多加注意，草地类相对于其他地类更加容易转化为其他地类形式，因此积极引导草地类的

土地利用方式向均衡方面发展;而建设用地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其面积也会越来越大，在保障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需要

生态用地的平衡，取得资源优化配置的最佳平衡点。随着流域的经济发展[21]，大量劳动力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缺乏;经济结构

发生改变，这也给土地利用转型提供新的动力。 

5 结论 

整个流域来看低覆盖、中覆盖、高覆盖草地和灌草地呈波动变化规律，而旱地呈逐年减少趋势，建设用地占全流域中所有

土地类型来看，占地面积较小;而在1995—2017 年间建设用地呈逐年递增。难利用地虽然占全区面积不大，但其变化率最低;林

地呈逐年增长趋势，其面积也一直在流域占很大比例。 

印江流域全区中低覆盖草地、高覆盖草地、灌草地、建设用地这几类地类是近 20年间变化最为强烈的土地类型。在流域土

地类型分布中，耕地(旱地、水田)沿着河谷地区两侧均有分布;建设用地均分布在河谷地势低平区域，沿着河谷走势方向，难利

用地也随着河流走向分布，因此流域土地利用方式主要受地形地貌和河流的影响。 

该流域在 1995—2017 年这 20 年间生态服务价值及其变化中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生态服务价值量按大小排序为林地、草地、

耕地、水域、裸地。流域内总ESV 从不同时期来看，1995 年 ESV 最高，2000 年 ESV 最低，2010—2017 年间变化最快，生态服务

价值总量总体趋势呈现出 U形状，先减少再增加，生态系统环境由差向好的势头不断转变。 

单项生态服务价值功能以生物多样性和保持土壤为主，气体、气候调节和水文调节为辅，这以林地、灌草地在该流域一直

处于优势地类密切相关;单项生态服务价值除废物处理功能增长以外，其它生态服务都呈现下降趋势，这也说明在流域内的生态

环境保护政策及土地利用转型对生态环境改善在短期内见效慢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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